
　　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及其实现

———以电商平台的法律规制为视角

刘 　 权 

内容提要：网络平台是组织生产力的新型主体，在数字经济时代承担着维护网络市

场秩序、保障用户权益的公共职能。网络平台对其用户，特别是对平台内经营者，

具有强大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此种平台权力属于典型的私权力。网络平台行使私权

力有助于减少平台内经营行为的负外部性，弥补政府规制能力的不足，但其私权力

也容易遭到滥用。除了要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和传统私法规范约束平台私权力，还有

必要引入公法原理及其价值要求，对平台私权力进行适度干预。网络平台制定和实施

规则时，应遵循基本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标准。法院应对平台滥用私权力的行为进

行必要的司法审查。立法者应根据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科学合理地设置平台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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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网络平台的出现是 “数字革命”的标志性事件之一。〔１〕随着新经济新业态的不断涌

现，政府对数字经济进行直接规制的成效越来越不明显，平台正逐渐承担起本应由行政机

关肩负的义务和责任，甚至开始 “履行典型的行政职能”。〔２〕平台虽由私人设立并运营，

却日渐成为大众参与公共活动的重要场所，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３〕通过制定和实施平台

规则，平台实际上拥有并行使着监督、定义、影响交易者与利益相关者的巨大权力，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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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互联网经济的法治保障研究”（１８ＺＤＡ１４９）的阶段性成果。
以功能为标准，网络平台大致可以分为电商平台、金融科技平台、搜索引擎平台、即时通讯 （社交）平台、

服务交易平台、内容提供平台等类型；按经营方式不同，网络平台可以分为第三方交易平台、自营平台和混

合平台。自营平台在法律性质上与普通商事主体差别不大。本文主要以电子商务第三方交易平台，即电子商

务法 （２０１９年）第９条规定的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为例展开讨论，并将其简称为 “平台”。文中所称

“平台用户”，包括平台消费者用户和平台内经营者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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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９（２０１９）；解志勇、修青华：《互联网治理视域中的平台责任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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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薇：《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承运人规制》，《政法论坛》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８３页以下。



了所谓的 “有组织的私人秩序”。〔４〕由于技术赋能和法定义务不断增加，平台不再是纯粹

的信息传输管道，其实质功能已经发生变化。〔５〕平台并非普通的私主体，平台权力也不是

普通的私权利，而是具有管理监督性质的私主体权力。相较于各类传统意义上的市场组织，

平台的运行存在更高的失范风险。〔６〕

　　当前，网络平台的经营活动主要依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电子商务法等法律制度从外部加以规范。在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从内部视角观察平

台与用户之间的新型权力关系也同样必要。平台用户并非平台成员，但平台制定的大量规

则对其用户的权利义务能够起到实质影响，是在平台活动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效力的行为

规范；平台对其用户采取的管控措施中，有许多措施类似于具有单方强制性的行政处罚或

行政强制。然而，当用户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平台侵犯时，通过主张平台设置的 “违约责

任”不合理、格式合同条款无效、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却往往难以获得法院支持。强

调恪守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在确保平台合理审慎行使权力方面，并不能起到理想效果。

法律在关注效率与福利的同时，也有必要回应平台内部的权力关系与民主诉求。与平台经

营相关的私法规范，宜从公法的基本原理、价值要求和制度实践中汲取治理经验。〔７〕

　　我国电子商务法已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起正式施行。２０１９年８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布

了 《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要求 “切实保护平台经济参与者

合法权益，强化平台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电子商务法实施已一年有余，本文将以电商平台

为例，从分析探讨平台与用户的关系入手，对平台的公共性、平台私权力及其价值、规制

平台私权力的必要性与可行路径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期为有效保障平台用户权益、促

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探索多元共治的平台规制之道。

一、作为规制者的平台及其公共性

　　当前，学界对于网络平台的性质仍然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平台类似于集贸市场、

出租柜台的大商场等传统市场组织。平台网站为买卖双方提供交易渠道类似于商场出租它

的空间供商家使用。〔８〕另有观点认为，平台属于 “纯粹的管道”，具有网络中立性，传输

但不创造信息。〔９〕的确，平台追求商业利润，在性质上属于市场经营者，经营平台的行为

首先属于商业行为。但是，平台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网络科技为支撑的数字

化组织，明显区别于集贸市场等传统组织。平台并非普通的市场经营者，不是纯粹提供信

息的居间服务者。

·３４·

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及其实现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林建宗：《平台型电子商务中的私人秩序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９８页。
２０１９年的电子商务法规定，平台应当承担身份审查登记、定期核验更新、处置违法经营行为、保障交易安全、保
障交易规则合理、健全信用评价、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大量法定义务，这实际上赋予了平台巨大的 “权力”。

参见郭渐强、陈荣昌：《网络平台权力治理：法治困境与现实出路》，《理论探索》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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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平台是新的生产力组织者。平台通过高效的数据采集、传输和处理系统重组劳
动过程，“跨时空跨国界跨部门地集成社会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大力促进了社会

生产力发展”。〔１０〕去中心化的自动匹配算法，消除了传统商业模式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的

多层营销体系，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１１〕通过聚合海量的产品和服务信息，平台实际上组

织了供需方的网络交易，是在用技术能力 “引导、塑造交易秩序”。〔１２〕不断涌现的新型平

台不仅解放了旧的生产力，还创造了新的生产力。

　　其次，平台是海量关键生产要素的掌控者。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土地、劳动、
资本、组织等生产要素之外的新型生产要素。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最鲜明

的特点，“得数据者得天下”。〔１３〕由于规模效应与网络效应，平台聚集的数据日益增多，易

形成 “嵌套型的不完全竞争格局”。大型平台不仅会垄断现有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还会

“控制未来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和创新方向”。〔１４〕

　　再次，平台的盈利模式不同。相比于传统经济，数字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大大减
少，成本投入方式发生改变。用户的滚雪球式增加直接摊薄了初始投入成本，使得边际成

本不断降低。通过便利的网络交互，平台面向全国甚至全球用户 ２４小时不间断地提供在线
服务，数字产品、网络广告、佣金等成为平台主要的收入来源。

　　平台组织了新的生产力，掌控着海量关键生产要素，有着新的盈利模式，明显不同于
传统市场经营者。平台并非消极提供居间信息服务的 “纯粹管道”。网络中立理论 “忽视了

平台价值的直接来源及其选择资源的自主性”，〔１５〕如今的平台在相当程度上已不具备中立

的工具性和非参与性。通过保护竞争、管制价格、监控质量、披露信息等方式，平台扮演

着市场规制者的角色，〔１６〕在事实上承担着维护网络市场秩序、保障用户权益的公共职能，

其公共性日益凸显。平台与用户之间初步形成了完整的 “权力”架构与运行体系。

　　第一，立、改、废平台规则，行使 “准立法权”。目前，几乎所有平台都会单方制定大

量平台规则，即网规。平台规则就是平台王国的 “法律”，用户必须遵守，违反平台规则就

要面临相应的平台制裁。电子商务法明确要求，平台应当制定合理的交易规则、信用评价

规则、知识产权保护规则、争议解决规则等。从数量上看，一个大型平台往往制定数百部

甚至上千部平台规则，其规模甚至比国家制定的某些领域的法律体系还要庞大；从内容上

看，平台规则包含大量义务性条款，对用户权利进行了诸多限制。相比国家法律，平台规

则对消费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利益的影响更直接也更具体。〔１７〕

　　第二，实施具体的管控措施，行使 “准行政权”。为抢夺更多的消费者用户，平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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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凌：《从开放资源到基础服务：平台监管的新视角》，《学术月刊》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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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淘宝平台制定了以 《淘宝平台规则总则》为统领，涵盖市场管理与违规处理、消保及争议处理、信用

及经营保障、行业管理规范、营销活动规范等多类内容的规则体系；京东平台制定了以 《京东开放平台总

则》为统领，涵盖招商合作、店铺商品管理、商品质量、营销推广、售后管理等多类内容的规则体系。



制定严厉的规则和处罚措施，对平台内经营者施加较多的义务与责任。例如，淘宝平台规定

的管控措施主要有警告、单个或全店商品搜索降权、单个商品搜索屏蔽、商品发布资质管

控、商品下架、店铺屏蔽、不累计或删除销量、关闭店铺、查封账户等十余种。此类管控

措施在其他平台中也大量存在。

　　第三，在线解决纠纷，行使 “准司法权”。目前，许多平台都建立了电子商务在线纠纷

解决机制，如淘宝的大众评审机制。尽管我国已经在杭州、北京、广州等地设立了互联网

法院，但大量的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与平台之间的纠纷并没有进入法院。

由于担心声誉受损、害怕平台报复等多种原因，即使用户不服平台的 “准司法”行为，也

极少会提起诉讼，平台在事实上成为了平台内各类纠纷的终局裁决者。

　　总之，网络平台并非普通的市场经营者，平台同其用户的关系也不同于法人或其他组
织同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平台是数字经济时代组织生产力的新型主体，集制定规则、解释

规则、解决纠纷等多项 “权力”于一身，履行着规制网络市场的公共职能。在电子商务法

起草过程中，有观点认为，平台是一种纯粹私人性质的市场主体，不可能承担 “管理性”

职能，但立法者最终采纳的观点是，既然相关的网络交易空间为平台所建构，要求平台履

行相应的管理职能就是合理的。〔１８〕平台用户并非平台员工，其与平台间的关系本应是松散

的，但为了维护平台市场的交易秩序与商业信誉，平台对其用户的支配与影响并不亚于其

对员工的支配与影响。平台对线上平台内经营者的规制，如同政府对线下实体店铺的规制，

具有单方性与强制性。平台与用户之间已不纯粹是平等的商事法律关系。

二、平台私权力及其公共价值

　　数字经济时代的平台已不是普通的私主体，平台行使权力已经是一种客观事实。平台
也不是传统的公共机构。平台行使的权力究竟属于何种权力？明确平台权力的属性，是合

理规制平台行为的前提和关键。

　　 （一）平台的私权力属性

　　平台用户在注册时，都需勾选相关协议。一经勾选协议，其在平台中的行为就要受到
平台规则的约束，要服从平台管制。在 “福州九农贸易公司诉上海寻梦信息技术公司案”

中，法院认为，平台规则是 “平台与所有商家共同达成的一致契约”，基于此种契约，平台

获得了单方管理权。〔１９〕这种理解与社会契约论的经典假设非常相似，即为了实现个人福

祉，公民向政府让渡部分权利与自由，与政府达成社会契约，由此形成了政府权力。那么，

是否可以将这两种契约行为加以类比，认为平台权力属于基于用户向平台让渡个体权利而

形成的公权力呢？

　　假设在自由放任的平台环境中，为了追求更多利润，平台中经营者间的竞争可能愈演
愈烈，诱发过度竞争、恶性竞争，影响市场稳定。〔２０〕为追求健康、可持续的交易秩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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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用户选择同平台达成协议，让渡一部分权利与自由，平台因之获得管理权。从外部视角

来看，这的确与社会契约论的假设可堪比较，但社会契约论成立的重要前提是主权在民的

政治理念，平台用户与平台之间不存在主权在谁的说法。平台对平台用户行为的规制，起

源于 “商事合意”，而非 “政治让渡”。并且，并非所有的平台都属于垄断性组织，其行使

的权力不具有独占性，将平台的管理权理解为公权力并不妥当。

　　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就是 “在一种社会关系内部某个行动者将会处在一个能够不

顾他人的反对去贯彻自身意志的地位上的概率，不管这种概率的基础是什么”。〔２１〕特定主

体因为占有一定的资源或优势，而具有的支配他人或影响他人的力量就是权力。〔２２〕“强制

性和支配性是权力的特性”，〔２３〕某个主体如果能促使或强迫他人按自己的意志作为或不作

为，这个主体就掌握着权力。〔２４〕总结权力概念的共性可以发现，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支配力

与影响力，是识别权力的实质标准。权力不必然指向公权力，私主体同样可以行使权力，

即私权力。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二分法，建立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分的基础上，已越来

越不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变化。互联网新业态在资本力量的推动下，依靠技术资源、平台

资源和信息资源优势，获取了影响私人权益的强大力量。〔２５〕国家与社会、公法与私法的界

限日益模糊，公私领域在网络空间已相互交错。一些私主体能够在事实上剥夺其他私主体

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一种区别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私权力开始显现。〔２６〕“私”意味着权力

的主体仍是私主体，“权力”则表明其已经拥有了 “哪怕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机

会”。〔２７〕私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一种规训权，“有着非常明显的手段上的压制性、侵

入性、否定性和强制性”。〔２８〕同带有政治性的公权力相对，私权力是 “来源于市场或技术

的经济性权力”。〔２９〕

　　平台权力属于典型的私权力。从权力形式上看，平台行使 “准立法权” “准行政权”

“准司法权”，塑造了有组织的 “私人秩序”。从行为手段上看，平台治理具有明显的单方性

与强制性，“私人治理”的不平等性日益明显。从行为主体上看，平台并非公权力组织，而

是组织生产力的新型私主体，是从追逐私利的动机出发，承担着维护网络市场秩序的公共

职能。虽然平台与用户的关系起源于平等商事契约关系，但基于双方地位与实力的差距而

逐渐产生不平等性，发展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总之，既不能将平台权力

简单视为传统意义上的私权利，也不应将平台的治理行为视为传统意义上的商事行为。

　　 （二）平台行使私权力的公共价值

　　平台行使私权力是减少平台内经营活动负外部性的需要。在缺少平台管控的情况下，
平台内经营者可能通过刷单炒信、发布虚假商品信息、制作虚假网络广告、恶意损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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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等行为，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由于存在搭便车效应，平台内经营者的违法违规可能

无需付出很大成本，又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通常难以事前控制交易风险，导致平台内

经营者可借助一次性交易来中饱私囊。〔３０〕平台上的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危险等影

响交易信任的因素，容易导致平台上出现竞争忽视、过度进入、竞争挤出、反向选择等负

面效应。〔３１〕平台私人秩序的确立，可以使买家与卖家相互信任并从交易中获益，最终成就

一个安全、高效、诚信的网络交易场所。〔３２〕

　　平台行使私权力也是弥补数字经济时代政府规制能力缺陷的需要。平台横亘在政府与
市场之间，对政府干预与市场自律的传统构架带来了巨大冲击。〔３３〕对于传统的线下实体经

济，政府可以通过现场执法检查、产品抽检等方式进行直接规制。按照地域管辖与级别管

辖的规则，即使一个地区内的实体店铺再多，其数量总归有限，政府的直接规制具有可行

性。而对于数字经济而言，一个大型平台往往就有成千上万甚至可能上亿的平台内经营者，

政府还要受到获取信息的滞后性、人力物力支出的有限性、技术手段的落后性等多种因素

制约，由政府对这些平台内经营者进行直接规制可以说是天方夜谭。相比之下，平台更容

易发现问题并能灵活解决这些问题，且解决问题所需成本更低。〔３４〕

　　在数字经济时代，由平台去完成某些不再适合由政府完成的任务，实际上正是政府还
权于社会的过程。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国家的所有职能最终都会转移给社会，国家将最终

消亡，社会将实行全面的自我管理。〔３５〕现代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局面已逐渐被打破，国家

权力不再是统治社会的唯一权力，人类社会出现了权力多元化和社会化的趋向。〔３６〕政府职

能将不断弱化、转移，社会将承担越来越多的管理职能。相比于传统的政府规制，平台在

信息、技术、效率等方面更具优势，能够更有效地维护网络市场秩序。

三、规制平台私权力的必要与可能

　　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客观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平台私权
力同国家公权力一样容易遭到滥用，〔３７〕且平台力量越强大，其滥用私权力的可能性就越

大。平台权力滥用的现实风险，存在于制定规则、审核卖家资质、设定搜索排序、评价信

用、保护知识产权、实施惩戒措施等诸多环节。例如，作为追求商业利润最大化的市场主

体，平台极易从自身利益出发，为盲目扩大规模，按较低标准筛选入驻商家，导致平台充

斥假冒伪劣产品，侵害消费者权益。平台也可能利用其优势地位，通过增加各项交易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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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升供应商成本，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３８〕平台垄断数据实施杠杆行为，可以将现有市场

支配地位传递到新的相关市场并获得垄断利润，〔３９〕进而形成市场竞争壁垒、影响数据安

全、阻碍行业创新。由于缺乏类似于现代法治国家的民主责任机制的约束，平台滥用私权

力可能更加肆无忌惮，仅靠市场竞争和行业自律难以有效应对。平台滥用私权力将导致平

台公共性无法良好实现，必须寻求合理途径加以规制。

　　 （一）传统私法对平台私权力的规范限度

　　在当前的法律秩序中，平台行使私权力的行为主要受私法调整。传统法律体系强调公
法与私法的二元界限。一般认为，公法主要以公权力为调整对象，对行政主体即行政机关

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公共行政组织，进行程序和实体上的事前与事中控制；允许行

政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进行事后救济。对于私主体的行为，主要通过私法加以

调整。公法与私法的二元分立，使得事实上行使私权力的平台，并不能受到公法原理与公

法价值的过多干涉。

　　在网络平台中，完全的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日益增多的平台规则、
日渐流于形式的用户同意机制、日趋先进的数字科技，使得传统的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受

到挑战和冲击。平台通过制定规则，为并非其员工的用户设置了大量义务与责任。平台规

则有别于企业内控制度或自律规则，却在实质上充当着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内部规范。尽管

存在征求意见、协商讨论等民主机制，数以千万计的消费者与平台内经营者极度分散且处

于相对弱势地位，又都受限于集体行动的困境，无法有力、有效地同平台进行对抗，更难

对平台规则的立、改、废产生直接的影响。平台规则更多体现的是平台的单方意志，而非

同用户平等协商形成的合意。对于平台采取的多种单方强制手段，从警告到搜索限制、限

制参加营销活动，再到限制发布商品、商品下架，最后关闭店铺甚至查封账户，平台内经

营者除了被动接受，很难有能力与之讨价还价。

　　平台采取的许多治理措施，同政府实施的传统行政行为，在功能上几乎没有多大差别。
然而，目前法律仍然将平台视为普通的私主体，将平台行为视为普通的商事契约行为，对

其适用私法加以规制。在 “沈阳诉杭州网易雷火科技公司案”中，法院指出被告不仅是网

络的 “服务者”，还是 “管理者和维护者”，有权单方采取封号措施。 “对不遵守网络秩序

和不履行义务的网民有相应的处罚权利，才能真正使网络服务者维持良好的网络秩序”，所

以被告可以进行处罚。〔４０〕在该案中，法院不仅认定了平台的管理是为维护网络市场秩序而

进行的单方管理行为，也肯定了这种单方管理行为的合理性。既然平台治理已非普通的市

场行为，仍然在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的法理框架下解决平台纠纷，大量弱势平台用户的利

益就可能得不到救济和保障。

　　其一，用户以 “违约责任”过重为由主张平台制裁不合理，基本难以获得法律支持。

传统的违约责任主要建立在 “一对一”平等自由协商的基础上，但超级平台上动辄用户数

量上万上亿，单独协商基本不可能。大量 “一对多”平台规则取代了传统 “一对一”契约。

面对海量复杂的格式条款，用户基本无法逐条认真阅读，即使阅读并理解了所有条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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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协商余地。用户如果不点击 “同意”或 “接受”就无法注册使用平台。此种情况下，

平台与用户之间的责任明显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违约责任，以违约责任理论质疑平台制裁

的合理性很难得到司法的支持。在 “福州九农贸易公司诉上海寻梦信息技术公司案”中，

原告认为 “假一赔十”的违约金过重，其合法权益受到了侵犯。法院则认为，“假一赔十”

不是传统的违约金，电商平台是 “交易组织者”；平台规则并非一对一的传统合同，其具有

“管理规范性质”；平台为管控商家及商品质量，有权对商家进行处罚。〔４１〕在 “无锡安妮珍

选电子商务公司诉上海寻梦信息技术公司案”中，原告同样认为被告单方制定的十倍违约

金过于苛刻。法院也以被告单方制定的 “假一赔十”标准不同于传统 “违约金”为由，驳

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其主要理由是：首先，违约金的目的在于填补守约方损失，同时具

有一定的惩罚性，“假一赔十”的金额则是以 “消费者赔付金”的形式赔付给了消费者；其

次，合同法中规定的违约金请求权，其基础一般是一对一的合同，“假一赔十”标准源于平

台与海量用户达成一致形成的规则；再次，违约金仅涉及合同双方，“假一赔十”标准涉及

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多方；最后，违约金以双方约定及守约方的实际损失为基础，“假一赔

十”标准却并非如此，“赔付标准的合理性与否交由商事主体自行评估”。〔４２〕

　　其二，用户基于格式条款无效理论主张平台规则不合理，基本难以获得法律支持。平
台制定的大量规则以及平台同平台内经营者签订的具体协议，往往都被视为格式合同。理

论上讲，如果平台用户认为规则条款或协议条款不合理，可以借助格式条款无效规则维护

自己的权益。但平台规则不同于普通的格式合同。首先，在合同生效方面，对于平台规则

的制定与修改，用户可能并不知情，且只要用户一直使用平台就会被视为同意平台规则。

格式条款规则所要求的采取合理方式 “提请对方注意”的义务，可能无法履行或履行流于

形式。即使平台尽到了合理的提请注意义务，用户在事实上也无法对规则逐条认真阅读并

准确理解。其次，平台规则涉及平台秩序、营销推广、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多方面内容，要

想认定相关条款无效极其困难。相关条款除了可能存在合同法第 ４０条规定的 “免除其责

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几种情形外，还可能存在其他不合理的情形，

如设置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再次，平台依据抽象的平台规则采取的具体管控措施也有可能

不合理，如处罚措施畸轻畸重、歧视对待等。在具体情境中，平台对于是否实施以及如何

实施管控措施，享有一定的裁量权，假如平台裁量不当，仅靠格式合同条款无效理论，不

足以支持用户的维权诉求。

　　其三，用户难以基于反垄断法主张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
平台涉嫌滥用优势地位的现象日益增多，“格兰仕诉天猫案”就是一起典型案例。〔４３〕对于

线下行业而言，要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本就不容易，主要有三方面标准：一是现有竞争对手

因无法在短时间内接纳行为人提高价格或降低服务而导致客户转移；二是潜在竞争对手无

法迅速进入市场；三是被施加限制的客户没有足够的抗衡能力。对于互联网行业而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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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引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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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院就天猫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相关事宜提起诉讼，同年１１月４日被法院受理。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１６３．ｃｏｍ／
１９／１１０５／１２／ＥＴ７ＧＧＬＦ００００９９９ＬＤ．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３月６日最后访问。



络市场份额难以计算且变动较大，市场扩张、市场准入成本相对较低、耗时较短，其支配

地位的认定更加困难。〔４４〕并且，传统反垄断法主要涉及普通经营者之间的外部关系，对平

台与平台用户内部关系的调整难以施力。尽管平台对其用户具有强大的支配力和影响力，

但难以被认定为垄断组织，更难以通过传统反垄断法予以有效规制。

　　在网络平台势力日益强大的数字经济时代，平台行使私权力往往自带 “恶”的阴霾，

如果 “将其法律关系的调整完全交给平等协商和意思自治，则被消灭的将不再是权威和规

训本身，而是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关系”。〔４５〕从理论上讲，无形的市场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能

够确保平台合理审慎行使权力。用户如果不满意，随时可以选择 “用脚投票”，离开某个平

台。但现实中，平台内经营者并不愿意轻易舍弃其在某个平台中长期累积的商誉。加上数

字经济 “赢者通吃”的网络效应时常形成寡头局面，用户受到锁定效应的影响，往往无法

做出更好的选择。正如奥利·洛贝尔所言，“平台经济不仅正在改变商业范式，而且也正在

改变法律理论”，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公共干预与市场创新。〔４６〕

　　 （二）公法规制平台私权力的可能

　　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侧重解决平台行为有效与否的问题，但要有效规制平台私权力，
还需要强调平台权力行使过程的合理审慎；在适用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的私法理念、原则、

规则时，还需要兼顾公法原理和公法价值。无论德国的宪法 “第三人效力”理论，还是美

国的 “国家行为”理论，都表明私主体并非完全不受公法约束。〔４７〕“私法从来就不是一个

自洽的封闭系统，可以而且也需要通过公法规范来支援，反之亦然。”〔４８〕既然平台行使私

权力已是一种客观需要，私法对平台私权力的规范又存在一定限度，那就应当转变思路，

适当引入公法原理与价值。

　　首先，平台行使私权力的公共性，赋予公法规制平台私权力以正当性。数字经济时代
的平台并不是普通的私主体，平台行使私权力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不是政府部门这一因

素并不能得出该机构所具有的职能不是公共职能的结论。”〔４９〕互联网的兴起加速了社会系

统的自主发展，公共领域逐渐从单一的国家政治系统，转移到专业性的组织，特别是经济

系统中的大型企业。〔５０〕判断一个组织是否具有公共性，应以组织的行为是否属于或类同国

家行为为标准，即从身份公共性标准转换到行为公共性标准。〔５１〕

　　其次，平台具有公共基础设施的特征，决定了公法治理平台具有必要性。平台对于生产
力的组织、生产要素的分配和流转、新业态的发展等，都具有重要影响，其数字基础设施的特

征日益明显。电子商务法起草组也认为，“电子商务平台逐渐具有了准公共产品的特征”。〔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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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焦海涛：《“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法分析》，《财经法学》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９２页；叶明：《互联网行
业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困境及其破解路径》，《法商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３１页。
前引 〔２８〕，汪志刚文，第５４页。
ＯｒｌｙＬｏｂｅｌ，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１０１Ｍｉｎｎ．Ｌ．Ｒｅｖ．９１－９２（２０１６）．
参见郑贤君：《公法价值向私法领域的再渗透———基本权利水平效力与契约自由原则》，《浙江学刊》２００７年
第１期，第１３０页。
黄忠：《民法如何面对公法：公、私法关系的观念更新与制度构建》，《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９期，第６４页。
［澳］皮特·凯恩：《法律与道德中的责任》，罗李华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８５页。
参见陆宇峰：《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功能、异化与规制》，《现代法学》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２７页。
参见夏志强、谭毅：《公共性：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建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８年第８期，第９８页。
前引 〔１８〕，电子商务法起草组编书，第１０６页。



在数字经济时代，以 “砖和水泥”为代表的物理基础设施，逐渐转向以 “光和芯片”为代

表的数字基础设施。〔５３〕随着中国互联网及其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私主体可能成为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的所有者或运营者。〔５４〕对于依赖平台的众多经营者来说，作为关键媒介提供

服务的平台就是基础设施，其足以影响甚至威胁平台经营者的生计。平台作为公共基础设

施的特征，会随着平台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变得更加明显。将关键基础设施完全交由私人掌

控，容易为私人掌控者的失责行为和剥削行为创造机会。〔５５〕

　　平台行使的私权力具有单方性、命令性、强制性，这些同公权力相似。公法规范公权
力的经验，可以为规范私权力提供借鉴。传统私法并没有区分权利的大小强弱，未能对弱

者权益提供充分保护。私法有必要实现 “从调整平等关系到增进平等关系的转变”，加强同

公法 “在控权理论和观念上的互动”。〔５６〕

四、平台私权力的规制进路

　　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已是无法忽视的客观事实，平台私权力的非对称性隐含了以强凌
弱的现实危险，“需要法律通过建基于弱者保护原则之上的各种分权制衡策略来更好地实现

其调整”。〔５７〕平台行使私权力还可能过于恣意，权力行使过度与行使不足的局面共存。为

争取更多的消费者用户，平台可能对平台内经营者提出过高要求；为谋取眼前利益，平台

又会对平台内的违法经营行为视而不见。为更好地实现平台的公共性，除了要最大程度地

发挥私法功能，还应适当借鉴公法原理，科学构建防止平台私权力滥用的制度体系。

　　 （一）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应符合基本的程序正义标准

　　对于防止公权力滥用、避免权力独断专行而言，良好的程序设计是被实践反复证明的
行之有效的手段。为规制平台私权力，无论是制定规则还是实施具体管控措施，平台都应

遵循基本的程序正义标准。对用户作出不利决定前，平台应当明确告知用户，必要时还应

充分说明理由，听取用户的陈述、申辩。长期以来，私人治理都在幕后进行，但平台需要

抵制暗箱操作的冲动，不断增强平台私权力运行的透明度，选择能够切实发挥作用的信息

披露渠道，将自己的规则制定程序、裁决程序暴露在公众视野中，接受公众一定程度的参

与和监督。提高信息透明度不仅是保障用户参与权、社会公众知情权的先决条件，也是平

台获取公众信任的重要途径。〔５８〕

　　在目前的平台治理实践中，基本的程序正义标准经常不被遵守。在 “淘宝十月围城”事

件中，淘宝平台未履行必要的正当程序就大幅调整技术服务费和商铺违约保证金，引发中小卖

家强烈不满。在 “沈阳诉杭州网易雷火科技公司案”中，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没有事前明

示 “重铸—转移—使用新觉醒”属于禁止性行为，且未事前告知就永久封禁帐号，属于 “未

经合理程序”。法院一方面认可了被告作为网络游戏环境管理者和维护者的单方管理权，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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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马化腾等：《数字经济：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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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引 〔２８〕，汪志刚文，第４０页。
参见前引 〔２〕，ＢｌｏｃｈＷｅｈｂａ文，第７８页。



一方面又认为，“对其进行处罚应当事先通知的理由，因双方对此并没有作出明确约定，故

被上诉人直接进行处罚并无不当”。〔５９〕此种判断在公法秩序中是明显自相矛盾的。平台对

用户进行处罚，应当履行告知、说明理由、听取陈述申辩等基本程序，这是自然正义的基

本要求。“程序公正的要求绝不会适用于私人权力的整个范围，但是在许多情形下，特定形

式下私权力的运用不遵从这些准则就是不合法的。”〔６０〕由市场衍生的新技术、新问题原则上

应交由市场解决，但为避免非正义的后果，必须从正当法律程序的角度予以重点关注。〔６１〕

　　 （二）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应符合基本的实体正义标准

　　仅仅依靠程序正义标准，还不足以规范平台私权力，依正当程序作出的私权力行为，
还应具有实质正当性。实体正义标准要求平台在行使私权力时遵循比例原则、平等原则、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不得利用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对网络交易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

理交易条件。

　　首先，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应遵循比例原则。在民事法律关系中，若双方地位、实力
相差悬殊，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意思自治，此时比例原则可以矫正失衡

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实质正义。〔６２〕相对于用户来说，平台具有明显的地位优势，其在行

使私权力时，不能违反比例原则。平台规则的内容应符合比例原则，设定的具体措施应当

具有必要性，且对用户造成的损害应控制在最小限度。平台为执行规则采取具体管控措施

时，应合理行使裁量权。例如，平台发现用户违法违规，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先行采取警告、

责令整改、限期改正等较轻微的惩罚措施，如果不能起到理想效果，才应考虑进一步采取

更为严厉的措施；〔６３〕在处理和使用数据时，平台应基于正当目的，在必要范围内收集处理

用户数据，要避免对用户造成不必要的干扰，更不得垄断数据。

　　其次，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应遵循平等原则。平台上存在多种多样的歧视行为。例如，
平台根据用户的收入水平、种族、性别和地理位置等信息进行 “用户画像”，或运用算法就

同一商品对不同消费者设定不同价格。即便适度的差异化定价是合理的，平台也应公平定

价，消除算法歧视，不得利用大数据 “杀熟”。无论平台内的大型经营者用户还是中小型经

营者用户，无论大城市的消费者还是偏远乡村的消费者，平台都应一视同仁地对待。

　　再次，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应遵循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平台规则的效力应具有可预期
性和稳定性，平台不得随意修改、废除规则。平台管控措施的实施也应当前后一致，不得

反复无常、不守诚信。如果用户对平台行为已经形成了合理的信赖利益，但平台出于正当

理由确实需要变更行为方式，平台应对用户基于合理信赖受到的损失给予公平补偿。

　　 （三）以适度的司法审查确保平台行使私权力的可问责性

　　对于平台违反基本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行为，用户应有权诉诸法院并获得司法救济。
法院不应仅以尊重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为由，对大量明显不当的平台行为持消极不审查的

态度，对于违反公法基本价值的平台行为应当积极进行评判。有效规范平台私权力，不能

·２５·

法学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同前引 〔４０〕。
［加拿大］韦德·麦克兰奇兰：《公共服务法和新公共管理》，载 ［新西兰］迈克尔·塔格特编：《行政法的

范围》，金自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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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强调形式上的协商一致，不能过于 “尊重”平台规则。正因为平台 “不可能与所有用

户就规则条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单方统一制定的格式化协议和平台规则已成为电商行业

惯例，〔６４〕才更需要司法审查介入，确保平台规则内容合理。

　　目前，我国法院对网络平台私权力的司法审查严重不足，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有待商
榷。例如，在 “爱夏电子商务公司诉天猫技术公司案”中，原告爱夏公司于２０１１年入驻天
猫平台，２０１８年未获得续签，因不服天猫制定的 《天猫２０１８年度各类目续签考核标准一览
表》等平台规则诉至法院。一审法院认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制定续签考核标

准属于天猫技术公司、天猫网络公司的自治空间范畴，司法不应对合理性进行评价”。一审

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６５〕再如，在 “蔡振文诉淘宝公司案”中，

蔡振文不服淘宝根据平台规则采取的限制账户使用的管控措施，将淘宝平台诉至法院。法

院认为，“淘宝平台的规则合理与否，乃至其相应程度，应交由淘宝用户予以体验和评价”。

出于 “鼓励交易、尊重交易的司法导向”，法院最终只对淘宝平台规则的效力作合法性认

定，对平台规则的合理性未作审查。〔６６〕

　　诚然，适度的司法谦抑是尊重平台自治的体现，有利于发挥市场自身的内生调节功能，
维系平台的稳定运行，避免因不当否定平台规则而带来社会成本。但由于个体力量微弱且

集体行动困难，仅靠用户的体验和评价，无从确保平台规则的合理性；仅靠可能失灵的市

场竞争机制调节，难以有效监督并遏止平台的私权力滥用。“私人主体愈来愈多地履行传统

的公共职能却又摆脱了通常与公权力的运用相伴的严格审查”，〔６７〕是数字经济时代必须克

服和解决的根本矛盾。为此，法院应当参照运用相关公法原理和公法价值，对平台行使私

权力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如果平台在制定和实施规则时，没有遵循基本的程序正

义标准，或明显违反了比例原则等实体正义标准，法院就应积极寻求实体法依据，作出有

利于平台用户的判决。

　　事实上，我国已有越来越多的法律开始关注网络平台私权力的行使问题，要求平台行
使权力应当遵循相关公法原理或符合公法价值要求。与此类法规相配套的司法监督必不可

少。例如，为满足程序正义的要求，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平台制定规则应遵守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修改规则前应在显著位置公开征求意见，并充分听取有关各方意见。商务部

也对平台规则的制定、修改、听取意见、实施以及电子商务信息公示等程序，作出了具体

规定。〔６８〕实践中，一些大型平台也日益重视平台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例如，淘宝

平台设立了规则众议院，负责规则制定的公开征集意见事项。为追求实体正义，电子商务

法要求平台制定的规则应当合理，不得进行不合理限制或附加不合理条件，否则平台将被

处以高额行政处罚。应当看到，上述法律规定还较为抽象和笼统，是否属于 “不合理限制”

“不合理条件”，不能完全交由商事主体自行评估，而必须依靠法官在司法个案中发挥能动

·３５·

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及其实现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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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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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引 〔２０〕。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８）浙０１民终８２６６号民事判决书。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粤０６民终３８７２号民事判决书。
［美］朱迪·弗里曼：《合作治理与新行政法》，毕洪海、陈标冲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４２页。
参见商务部 《网络零售第三方平台交易规则制定程序规定 （试行）》（２０１５年）。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２日，商务部
公布了 《电子商务信息公示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拟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依法公示有关信息或信息的链

接标识。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ｕ／ａｖ／ｚ／２０２００２／２０２００２０２９３５２７６．ｓｈｔｍｌ，２０２０年３月６日最后访问。



性。同理，对于平台采取的具体管控措施是否合理，也需要法官在个案中进行必要的审查

和评判。

　　 （四）科学合理地设置平台公共责任

　　既然网络平台在事实上履行着重要的公共职能，平台就应积极承担与其私权力相匹配
的公共责任，努力实现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的有机统一。在平台的公共责任方面，电子商

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多部法律均确立了 “避风港规则”。“避风港规则”

着眼于对违法行为进行事中或事后处理。根据该规则，如果平台不知晓或不应当知晓违法

行为的存在，平台不需要承担责任，其只需要在被 “通知”有违法行为存在后，及时采取

必要措施。问题是，将平台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有违法行为，作为平台承担责任的构成

要件，并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平台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因为平台完全可以假装不知情以逃

避责任。此外，平台内的某些违法行为，一旦发生就可能给其他用户带来重大利益损害。

平台经 “通知”才采取 “必要措施”，可能为时已晚。“避风港规则”产生于 Ｗｅｂ１．０时代，
当时平台的功能主要是信息媒介，〔６９〕如今平台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必要对该规

则作出调整。“红旗规则”也面临类似的适用困境。许多新型网络违法行为可能并不像 “红

旗”那样明显，用户难以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平台 “应当知道”违法行为。平台有可能以

“不知道”为由轻易逃脱责任。在智能科技日益发达的新背景下，传统的 “避风港规则”

“红旗规则”已不足以有效保障用户权益，〔７０〕平台或有必要负担更高的注意义务，设法

“利用更先进的侵权内容识别技术更有效地发现和制止侵权”，〔７１〕平台的管控能力和管控措

施 “应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提升”。〔７２〕

　　作为网络平台市场的设计者与组织者，平台相当于平台市场的 “看门人”，平台应积极

承担预防并消除平台内违法行为的 “看门人”责任。〔７３〕通常，如果 “看门人”缺乏控制违

法行为的能力，就不应承担责任。如果 “看门人”具有垄断地位，即使其缺乏控制能力，

考虑到其已间接从违法行为中获取了经济利益，基于矫正正义， “看门人”应当承担替代责

任。〔７４〕“公共秩序与公共安全这两项价值内生于网络社会，也将伴随其永久存在和发展。”〔７５〕

既然平台主导着网络市场，组织了生产力，就有责任维护平台市场的秩序与安全，保障平

台用户的权益。平台的 “看门人”责任本质上属于主体责任。〔７６〕每个主体在社会中都扮演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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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参见周樨平：《电子商务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及其法律责任》，《学术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６８页。
参见张颖、翟睿琦：《电商平台商标侵权中避风港规则适用研究》，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 ５
期，第１１４页。
魏露露：《网络平台责任的理论与实践———兼议与我国电子商务平台责任制度的对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０页。
前引 〔１８〕，电子商务法起草组编书，第１１８页。
ＳｅｅＲｅｉｎｉｅｒＨ．Ｋｒａａｋｍａｎ，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ｓ：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ａ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２Ｊ．Ｌ．Ｅｃｏｎ．＆ Ｏｒｇ．５３
（１９８６）．
参见万柯：《网络等领域垄断看门人的替代责任》，《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２３页。
梅夏英、杨晓娜：《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安全保障义务的公共性基础》，《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１９页。
“主体责任”起初主要用于政治语境，指各级党组织、政府部门等所应承担的责任。近年来，主体责任的适

用范围不断扩大。例如，２０１４年修改的安全生产法第３条中，就有 “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任”

的表述；２０１６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的 《关于全面加强电子商务领域诚信建设的指导意见》中也有 “落实

电子商务平台主体责任”的提法；２０１８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关于推进电子商务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的意

见》中也规定，要 “推动出台行业自律公约，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着一定的角色，也都必须承担与其角色相适应的义务，做好分内之事。主体应按照社会的

内在规律与客观的因果关系，有效发挥主体能动性，抑制并消除那些可能产生不良后果的行

为。〔７７〕主体责任也是对主体需求的一种约束，其要求平台抑制逐利最大化的冲动，认真履

行 “看门人”角色，主动提升技术手段，积极预防并消除平台内的违法行为。

　　 “平台越大，对平台的中立性、公平性、道德性要求就越高。”〔７８〕平台承担 “看门人”

主体责任，是平台公共性特征的内在要求。立法者应根据平台的 “看门人”角色，遵循权

责利相统一的原则，综合考量用户权益、平台性质、平台能力、平台负担、数字经济发展

等多种因素，科学合理地设定平台责任。平台行使私权力有助于克服政府规制模式下的诸

多弊端，但不能因之形成 “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用户”的极端规制理念。首先，虽然平台

具有公共性，但平台毕竟不同于政府财政资助的公共机构。平台履行 “看门人”责任，会

耗费巨大成本，过高的义务要求与责任设置，可能会使平台不堪重负。其次，平台缺乏足

够的 “看门”手段，对于很多违法行为，平台并不享有政府职能部门所具备的实质处理权

限。如果将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平台，政府就有必要更多地向平台赋权，由此又

会导致平台私权力的进一步膨胀。

结　语

　　数字经济离不开网络平台，规范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就在于规范平台，数字经济的规
范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平台权力的法治化。无论从行使私权力的行为方式看，还是从作为数

字基础设施的组织形态看，平台都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大规模的平台型组织的出现，要求

我们突破传统观念。尽管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平台既有压力也有动力

去不断改善平台生态质量，但平台市场失灵终究可能发生。特别是，数字经济的 “赢者通

吃”效应可能形成平台 “一家独大”甚至 “大到不能倒”的局面，使得有效的市场竞争难

以真正存在，平台滥用私权力的现象仍将经常发生。为此，“公法原则应该像控制公权力一

样控制私权力”。〔７９〕平台应合理审慎地行使私权力，遵守基本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标准，

法院应对平台私权力运行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立法者应科学合理地设置平台的 “看门人”

主体责任。

　　适度运用公法原理和公法价值去规范网络平台私权力，并不是要全面否定私法的功能，
大量的平台行为仍然需要通过私法加以规范。应当承认，在规制平台私权力方面，目前私

法的能力和效果都有一定限度。也要看到，完全以规范公权力的方式约束平台私权力，可

能构成对私法自治的过度干预，不仅会增加平台运营成本，还有可能阻碍数字经济商业模

式的创新。因此，对于平台私权力的公法约束应当保持适当的限度。在多大程度上限制私

权力，在多大范围内将适用于行政机关的监督控制机制延伸至私人主体，又当运用何种工

具，这些都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成本效益分析。〔８０〕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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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周尧：《论主体责任》，《东岳论丛》１９９１年第４期，第７２页以下。
方军、程明霞、徐思彦：《平台时代》，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６页。
［英］默里·亨特：《英国的宪政与政府契约化》，载前引 〔６０〕，塔格特编书，第４８页。
参见前引 〔６７〕，弗里曼书，第１４３页以下。



　　随着数字经济不断纵深发展，平台的公共性影响也会相应扩大。政府与平台应开展全
面有效的合作治理，努力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协同完成公共任务。私人力量不再是

纯粹的机械服从权力的客体，而成为了与政府一起承担公共任务的主体。〔８１〕行政规制要想

在互联网领域更加奏效，就 “必须日渐依赖同受规制者的合作，与作为规制架桥的中间人

的合作”。〔８２〕合作治理要求彼此尊重，政府应以 “鼓励创新、包容审慎”为首要规制理念，

充分尊重平台自治；合作治理要求信息共享，平台应完善数据报告与报送机制，政府应不

断开放公共数据，探索行政执法数据与平台对接共享；合作治理要求多方兼顾，政府与平

台双方都应不断深化合作领域，充分保障消费者、平台内经营者、社会公众等多方主体的

合法权益；合作治理要求民主协商，政府应多运用行政协议、行政指导等柔性手段，多与

平台开展平等对话。合作治理的关注点在于解决问题，需要推动私领域的利益诉求问题与

公领域的公平正义问题的融合性解决，最大限度地拉伸协商对话的时空维度，塑造与共治

格局相匹配的法治形态。〔８３〕在数字经济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意味

着从 “一元之治”向 “多元共治”的变革，需要形成多元的网络合作治理模式与规制格局，

实现规制与创新、发展与安全、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ａｓｎｅｗ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ｃｅ，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ｅ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ｏｎｌｉｎｅｍａｒｋｅｔ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ｕｓｅｒｓｉｎ
ｔｈｅｅｒａｏｆ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ｈａｓｓｔｒｏｎ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ｖｅｒｉｔｓｕｓｅｒ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ｏｎ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ａｎｄｓｕｃｈ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ｐｏｗｅｒｉｓ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Ａ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ｈａｓｔｗｏｍａ
ｊ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ｘｅｒｃｉｓｉｎｇ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Ｏｎｅｉｓ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ｓｏｎ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ｏｎｅｉｓｔｏｍａｋｅｕｐ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ｒａ．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ｔｈｅ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ｉｓｅａｓｙｔｏｂｅａｂｕｓｅｄ．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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